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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近代演变 
 

——以环南中国海地区为视域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  水海刚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海上通道，它由“东海航线”和“南海
航线”两大干线组成，并不断延伸、拓展，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的海上交通网络。就其内涵而言，

中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被视为中外之间通过海洋通道进行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与融通。从历史

发展过程来看，学界一般认为明清两代是其发生演变和终结的时期，进而认为鸦片战争的爆发标

志着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乃至终结。这一观点的依据大致在于：中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

路所承载的中外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是和平的、平等的、互利的。上述特征在鸦片战争之

后的近代均被颠覆：中外关系不再平等，殖民暴力与冲突充斥，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丧失了优势和

主导权，因此原本意义上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宣告终结。 
    应该说，上述观点注意到了中国古代对外经贸关系与近代的差别，也据此提出了较有说服力
的判断。但依笔者看来，它也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它将中外经济关系局限于中西经济关系，

从而忽视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影响；第二，它将国家关系视为中外交流的主要考察

对象和内容，从而忽视了民间力量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广泛而积极的参与。因此，关于中国古代海

上丝绸之路在近代的演变，一些论者只看到其变化与断裂性的一面，却忽视了其延续性与新发展

的另一面。事实上，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近代的演变具象，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本文以环

南中国海地区为研究视域，就此稍作探讨。 
    所谓环南中国海地区，概指南中国海的周边区域，具体而言，包括与南中国海发生政治、经
济、文化等多方面联系的国家和地区。环南中国海地区内的南洋地区，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通道，

历史上即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构成地域，推动了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繁荣。步入近

代以后，南洋各地相继沦为西方各国的殖民地，中国也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伴随着南洋开

发与中国的被迫开放，加上传统中国的海外交通与海外移民习惯，共同促生了近代中国大规模的

国际人口迁移。据学者庄国土的估算，至 20 世纪初，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及其后裔已高达四五
百万之众，其中约九成聚居在南洋各地，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南洋华人已在 700万以上；
朱国宏教授更是认为在 1840—1949年的百余年间，中国的海外移民总数高达 1600余万，其中三
分之二的移民集中于南洋各地。在南洋各地的港口及周边地区，甚至偏僻的乡村地区，在早期华

人移民社区的基础上，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华人聚居区。 
    数量庞大的华人移民群体的存在，深刻地影响和促进了近代中国与南洋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
流。一方面，在贸易内容上，南洋各地向近代中国出口商品以原料、食品及加工品为主；中国的

出口商品，则涵盖了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类必需品，主要满足该地区为数众多的华人的消费需求。

这一群体多倾向于消费来自中国特别是各自故乡的商品。之后随着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演变，

又进一步将其与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货”相联系，从而为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构建了一个独

特的“外部经济”。早在 1864年，时任厦门海关税务司的乔治·休士（G.Hughes）在贸易报告中
即指出：“厦门是中国市场与南方市场的沟通点。南方市场包括曼谷、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

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马加撒等地。在爪哇、西贡、海峡殖民地（即新加坡、马来亚、槟榔

屿等地）的中国人大部分来自福建。这些人自然希望能够用上本国生产、制作的产品。所以厦门

与海峡殖民地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贸易。”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中国近代的出口贸易曾遭遇比



 

第 2页 共 3页 

较大的困境，但以广大华侨华人群体为对象的“外部经济”仍在持续发挥作用。以中国近代的“侨

销茶”为例，它主要指由福建、广东、云南出口，面向香港和东南亚华侨华人消费群体的茶叶。

据统计，20 世纪 30 年代，东南亚华人的侨销茶高达三四百万公斤，其中单单新加坡一地，年进
口侨销茶即高达 50 万～90 万公斤，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新加坡分销至东南亚各地。在福建，自
19世纪 80至 90年代起，在外国资本控制及国内繁重茶税的影响下，福建茶叶出口开始衰落，同
时印度、锡兰茶叶开始兴起，以欧美市场为主的外销闽茶遭受严重冲击，大量茶庄倒闭歇业，但

以乌龙茶为主的“侨销茶”的存在，使厦门茶业得以继续延续，厦门也成为近代福建“侨销茶”

的主要出口地。另一方面，近代中国对南洋各地的贸易总体上虽然处于入超地位，存在贸易逆差，

但与此同时来自南洋各地、数量庞大的华侨汇款的存在，不仅弥补了这种逆差，还对近代中国国

际收支的平衡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明清时期的演变相伴随的是，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国海
外移民人数的急剧增加，历史上形成的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已由一个单一的贸易网络演变为一

个集贸易、移民、金融、企业经营、商人组织等多种跨国网络于一体的复合网络。据学者戴一峰

的研究，在南中国海地区，这一复合网络涵盖了今厦门、汕头、广州、香港、台南、高雄、金门、

马六甲、吉隆坡、槟城、新加坡、雅加达、泗水、三宝垄、坤甸、望加锡、马尼拉、曼谷、清迈

等港口口岸城市，涉及中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等周边国家和地区。

广大华人移民群体凭借这一网络体系，发展了多重跨国联系与多领域的合作、交流与融通，这种

来自民间的多重联系与多维交流合作，成为近代南中国海地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上述联系与合作交流的实际承载者而言，它们往往是数量众多的华人企业。这些企业从血
缘关系出发，辅以乡土与文化认同，依托以移民网络为基础的华人文化圈，构建起属于自己的商

业及社会网络，这种商业与社会网络跨越近代中国与南洋各地，广泛分布于各个重要的通商港口

及华人聚居地，不仅促进了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而且对近代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社会变迁也

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近代鼓浪屿的发展演变为例，其所在的厦门便是这一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大量的人员、
商品、资金乃至信息经此流动。在鼓浪屿被辟为公共租界后，由于这里提供了相对安定的环境、

较完善的制度及公共设施，大量富有的南洋华人移民纷纷返乡定居，人员、资金、文化、信息等

因素汇集该地，推动了近代鼓浪屿独特发展路径的形成。 
    事实上，华人数量的增加，尤其是返乡海外移民人数的增长，是鼓浪屿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
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厦门交涉员刘光谦即称：“鼓浪屿孤峙海中，周围虽仅三里，然屿
上居民户口约在四万左右，十之六七系属各县回国华侨，实闽省精华荟萃之区。”这些返乡海外

移民群体携带了大量的资金、信息及技术等，不仅致力于私人住所的建造，而且开展多种经营活

动并推动了鼓浪屿房地产业的大发展，进而带动了包括新式工商业在内的特色产业发展，其中尤

以公用事业和金融业最为显著。这一时期，鼓浪屿建筑业与房地产业异军突起，成为产业发展龙

头；新式工业、商业不断涌现，极大地改善了旧有产业格局；侨批业与近代金融业交相辉映，共

同造就了小岛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历史面相。鼓浪屿因此成为闽南沿海一带社会、经济、文化最

为发达的地区。 
    从推动近代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的角度而言，上述鼓浪屿等地的返乡移民群体具有下列两种
特征：一是均为闽南向海外（主要是南洋地区）的移民及其后代；二是该群体具有明显的投资行

为特征，如将新产品、新式技术和组织管理方式引入国内，控制新的原材料供应，开辟新市场，

加强中国沿海地区与南洋等地的经贸交流等。这些特征在该群体对近代鼓浪屿、厦门乃至中国其

他地区城市房地产业、新式工商业及金融业、侨批业等领域的投资行为上均有所体现。如著名华

侨企业家黄奕住，他在返乡定居鼓浪屿后便投资房地产、城市公用事业以及金融业。1921年 7月，
他在上海倡设中南银行，首期认股 350万元，占全部投资的 75%。他在中南银行创立会议上曾经
自述道：“华侨资本家良多，于祖国国家、社会各事业抱具热诚者，亦极不少⋯⋯以为今后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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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资本家与祖国国家、社会各事业发生关系起见，不能不于吾国内商业繁盛之区首创一二比较

的资本稍厚之银行为之嚆矢也。”这些移民群体固然也经历了西方新式文明和文化的洗礼，但他

们在经济活动及文化行为中均体现出深受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这一传统所影响的一面。华人移

民的流动、聚集及影响是环南中国海地区长时期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主题，构成了海上丝绸之路

在近代演变的复杂而生动的历史图景。 


